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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見幸福：從能動性探究新二代的 
適應議題 

 

黃騰＊ 

 

臺灣新住民及其子女已成為臺灣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如何協助

他們適應臺灣社會，已成為政策的重要議題。但是，過去相關的移民社會政

策，多半是以客觀或主流社會標準來衡量，無法反映其主觀的生活經驗與意

義。而且新二代與第一代新住民的狀況差異甚大，卻很少有相關的研究。故

本研究從主觀幸福感的角度，回到強調賦權的能動性基礎，聚焦在母親為越

南及印尼的新二代大學生，探討社會位置對其學校與家庭生活中的影響。本

研究共邀集 12 位就讀北部大學的新二代參與者，主要採敘說研究法。研究發

現，新二代獨特的社會位置會令其產生身分隱藏的現象、扭曲其家庭關係、

或對其身分採取工具性的行動策略。從生活適應來看，其身分隱藏也常成為

其學校適應的策略，但就算物質層面或成就表現的生活是滿意的，其內在卻

常感到自我的不完整性。因此，如何協助新二代發展更完整的自我，應納為

相關學校及社會政策的重要考量。最後，本研究亦建議未來的社會政策，應

從多層次的動態發展來思考新二代的社會位置如何影響其主觀幸福感，並從

單向適應改為雙向適應的政策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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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mpsing Well-being: Exploring Adaptation Issues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of New Immigrants  

Through the Lens of Agency 
 

Teng Huang＊ 

 

New im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have become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force in 

Taiwanese society, making their adaptation to Taiwan society a crucial policy concern. 

However, previous social policies on immigration have largely been evaluated through 

objective or mainstream societal standards, which fail to reflect the subjective life 

experiences and meanings of these populations. Moreov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differ greatly from those of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yet related research 

remains scarce. Grounded in the concept of agency and viewe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focuses on “new second generation” university students whose 

mothers are from Vietnam and Indonesia, exploring how their social position influences 

their experiences in school and family life. A total of twelve participants from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Taiwan were recruited, and the study adopted narrative inquiry as its primary 

methodolog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unique social positioning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often leads to identity concealment, strained family relationships, or the 

adoption of instrumental strategies toward their identities. In terms of daily adaptation, 

identity concealment often serves as a coping strategy navigating school life. Nevertheless, 

even when their material circumstances or achievements appear satisfactory, participants 

often experience an inner sense of incompleteness. Therefore, supporting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a more coherent integrated sense of self should be a key concern 

for both educational and social policies. Finally,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future social 

policies adopt a multi-level and dynam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ow th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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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ng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hapes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shifting from a 

one-way adaptation model to a reciprocal adaptation framework. 

Keywords: agency, individualization, new immigrants, school adapta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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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見幸福：從能動性探究新二代的適應議題 
 

黃騰 

 

壹、緒論 

 

一、新住民第二代在臺灣社會的重要性 

臺灣近 30 年經歷顯著的族群結構變遷，隨著跨國婚姻增加，新住民及其子女已

成為臺灣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根據教育部（2024），112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

校的新住民子女（以下簡稱「新二代」）共計 27.8 萬人，占全體學生 6.8%。

COVID-19 疫情前，新住民結婚人數每年穩定約 2 萬人，疫情期間則大幅下降，至

110 學年度僅 0.9 萬人，112 學年度回升至 2.2 萬人。在臺灣的跨國婚姻中，除了陸籍

配偶，其他主要來自越南、印尼等國家，因此，教育部提到：「新住民子女因受父

（母）原生家庭影響，於學習階段所面對之挑戰多高於國人子女，爰應投入適切之

教育資源及關懷，以助其於良好之學習環境中成長茁壯」（頁 i）。 

新二代和第一代的新住民並不相同。第一代的新住民有著明顯的語言、外貌、

文化上的差異，但是，對於這些父親既是臺灣人，又從小生長在臺灣的新二代來

說，這樣的差異幾乎是微乎其微，如果沒有被告知，一般人很難區辨其新住民的身

分。由於差異甚微，而且可以被隱藏，所以第一代會面臨的問題和第二代可說是完

全不同。此外，近年來因為東協國家在全球生產體系的地位上升，以及臺灣南向政

策的推動，於是新住民族群轉眼又從「社會問題」提升為「社會資產」（夏曉鵑，

2018）。這些社會大環境的改變，究竟對這些新二代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呢？由於過去

針對新二代的相關研究並不多（黃騰，2022），因此顯得我們對新二代的政策進退失

據。 

二、傳統新住民政策的限制：從客觀標準到與主觀幸福感 

回顧過去數十年來臺灣針對新住民的政策，通常多以第一代外籍配偶為主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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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且往往採取分配正義等偏向物質或福利方面的補償政策（戴台馨，2012）。儘

管 2024 年 8 月公告《新住民基本法》，正式將新住民子女納入新住民政策的範圍

（內政部，2024a），但目前大多均只能從既有的新住民政策來思考未來針對新二代

政策的可能發展。過去的新住民政策涵蓋適應輔導、醫療保健、就業權益、教育文

化、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以及法令制度等面向，其目標在於協助新住民在客觀生活

條件上達到一定的水準，例如改善其受教環境、提供就業機會等，其背後預設的

是，只要這些客觀指標獲得提升，個人的生活品質便能隨之改善（戴台馨，

2012）。 

然而，這種以客觀標準思考新住民政策的觀點受到諸多學者的挑戰。長期著墨

在移民政策研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Sen（2008）就從「能動性」的角度來思考新

移民的「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3）對主觀幸福感的定義為：

「良好的心理狀態，包含人們對其生活所做的各種正負面評價，以及人們對其經驗

的情感回應」。主觀幸福感一開始主要來自早期「幸福感」使用的「Happiness」概

念，但是，這個概念很容易被很多人理解為享樂主義，但許多文化顯然不認為幸福

只等於快樂，而且通常快樂是短暫的，並不是比較長期和持續的幸福感。由於早期

這個概念過於籠統，不論在翻譯或者測驗中，都無法有穩定的結果，因此後來在眾

多學者的討論下，才形成目前比較有共識的「主觀幸福感」用詞（OECD, 2013）。

這個詞主要包含三個面向：情感面（affective）、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意

義感（meaningfulness）（Durand & Smith, 2013；Stone & Mackie, 2014）。正因為主

觀幸福感強調幸福感是一種基於個體意義的主觀評估，因此 Sen 指出，單純從客觀

物質層面或福利措施來評估移民的生活狀況，往往忽略了他們主觀的感受與需求。

因此，針對新住民第二代的主觀看法進行探討，對於建構一個更好的臺灣移民生活

環境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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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主觀幸福感與能動性 

「主觀幸福感」是當代移民研究的重要方向（Nikolova & Graham, 2020）。這一

概念的興起，主要是源自 Sen 的觀點。Sen 於 1998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原因正

是因為他在社會福利相關經濟學領域的傑出貢獻。其理論還影響了全球發展政策，

例如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還採用其對多元福祉的觀

念，並將之納入健康與教育等指標（Anand & Sen, 2000）。因為 Sen（2008）發現，

過去的移民研究幾乎偏向關注 Rawls（1999）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提

出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的分配，例如收入、財富、權利、自由等。其想法

是認為社會制度的設計應該要透過分配讓所有人獲得「基本善」，因為這些是任何

人都想要的資源。 

但 Sen（2008）認為，這種概念過於強調客觀標準，不能完全反映個體的生活福

祉，因為每個人將這些基本生活物品轉化為良好生活的「能力」並不相同。而 Sen

最特別之處在於，他將「能力」（capability）帶入對社會福利的研究與政策評估。

相較於傳統客觀「基本善」為主的分配觀，事實上，個體將這些物品轉化為「好的

生活」（good living）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客觀指標並不能適用於所有人（Sen, 

1992, 2008）。因此 Sen 強調在移民的政策上，我們應超越客觀物質指標，關注個體

將資源轉化為實際生活福祉的能力。 

Nikolova 與 Graham（2015）的研究亦指出，儘管各國移民在客觀物質層面上的

幸福感可能有所提升，但從主觀幸福感的面向來看，其成效仍不明確。但可惜的

是，目前對於能力的研究仍然尚未成熟，還需要持續的探究發展（Graham & 

Nikolova, 2015）。-而這可能和他們使用量化方式總結式的評估使用能力狀況有關。

例如，其中一個的典型量化問題如下：「如果我願意，我可以自由參與影響我生活

的政治活動」（Anand et al., 2011）。像這類的研究，主要還是在確認社會結構制度

是否有限制這些移民各方面的能力展現。但是，移民對於這些社會制度政策的經

驗、觀點與意義又是如何（例如，我可以自由參加政治活動，與我參加政治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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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義 ， 其實是 兩 件 不同的 事 ） ，這方 面 我 們所知 仍 然 有限（ Agee & Crocker, 

2013）。 

事實上，Sen 之所以會提到「能力」，背後正是基於「能動性」的概念。從發展

理論的一開始，他就把每個個體視為是能動者（agents），認為我們應該賦予個體參

與決策並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而非僅僅提供資源給他們（Sen, 1985）。Sen 認為，

「能動性」的定義就是人們「有能力根據自身價值觀採取行動並影響世界」（Sen, 

1999, p. 19）。而人類真正的發展是透過擴展個體的能動性實現自由，例如提供教

育、健康與民主參與的機會（Sen, 1999）。但 Sen 在對能動性的解讀上，卻也被批

判太缺乏「賦權」（empowerment）的面向。例如，在談社會福利指標、能動性與賦

權關係時，Ibrahim 與 Alkire（2007）指出，Sen 比較關心的還是作為一個有能力追

求自己自由的能動者，但是，Sen 自己也提到作為一個自由的人，仍然會受到社會結

構制度的影響。在這方面，他並沒有過多著墨。Archer（2000）也提到類似的看法，

認為 Sen 偏向關注實現自由的個體，忽略其所在社會環境的權力關係。Drydyk

（2013）也提到，像是這種針對自由個體和能力取向的能動性觀點，常常忽略個體

其實是在社會關係下行使他們的能動性，一旦缺乏對社會關係的理解，很容易使能

動性這個概念過於空虛。因此，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能動性是無法抽離社會情境

的，人的目標與行動並無法脫離社會結構制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接下來將進一

步從社會學「能動性」的概念探討相關移民主觀幸福感研究的可能。 

二、新二代的反思與情境：能動性觀點 

接續 Sen 以「能動性」作為移民研究的理念，以及目前對於「能力」的有限研

究，本研究企圖以 Giddens 的能動性概念作為架構來探討臺灣的新二代議題。一方面

不僅呼應 Sen 對當前移民政策過度強調客觀標準和資源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持續

深化主觀幸福感取向的移民研究。Giddens 是當代研究能動性的社會學大師之一，以

下就 Giddens 能動性概念中「目標、情境、反思」三者的關係論起。 

作為一個能動的個體，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他／她有能力對其所處社會情

境和個人目標進行反思。所以我們可以把能動性定義為：「在一般情況下，人總是

能夠在他所處的社會裡，藉由他的行動，不斷反思調整他的作為達到目標，或者他

所期待的有意義生活」（Billett, 2006；Giddens, 1984；Scribner & Tobach, 1997）。

就能動性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目標」總是和個人所在的社會情境和意義有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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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移民如果重視移民之後的工作收入，而因為種種現有的社會結構制度問題而無

法像一般公民一樣容易找到工作，畢竟他們可能會有社會觀感、教育程度、語言文

化隔閡等差異，這時候對他們有意義的地方就會在於如何取得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收

入。因此，就如 Sen（1999）所言，如果用分配取向的觀點，就很容易忽略他們在實

現工作能力上面的限制。但問題是，這些有意義的目標和反思過程都和個體所在的

社會情境有關，而這也是 Sen 沒有過多著墨的地方。所以，透過以下「目標、情

境、反思」三者關係的探討，或許能幫我們進一步深化主觀幸福感的研究。 

（一）「反思」是提昇能動性和修正政策的關鍵 

人們在生活中許多的意義與行動，常常是「不自覺的」，更別說帶著「反思」

的成分，因為人們經常依賴的是「實踐意識」（Giddens, 1991）。所謂的實踐意識，

這意味著人們可以在行動中實踐出來，但是卻不一定能夠意識到，用言語的方式表

達出來。而「反思」很關鍵的地方就在於行動者要能夠有意識地根據自己的目標來

詮釋和調整自己的行動。就如研究反思與能動性的 Stein 與 Grant（2014）指出，自

我反思所帶來的「洞察」（insight），可以讓行動者更釐清內心的想法、情感和行

為，而這樣的釐清對於行動者完成目標所需做的改變，是極為關鍵的。回到 Giddens

的說法，也可以說是行動者對自已的活動保持一種「理論性的理解｣（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他愈是能夠清楚地理解發生的事情，行動能力愈強（Giddens, 1979, 

p. 57, 1984, p. 5）。其實近年來的心理學研究，已用量化的方式證實「反思」對行動

者完成目標所需做出的改變是極為關鍵的，而且與提升主觀幸福感有正向關係

（Bucknell et al., 2022；Stein & Grant, 2014）。 

然而，「反思」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它還具有社會重建的意涵。就如 Giddens

（1984）強調，個體和社會結構之間是一種「開放性的循環過程」，如果個體的反

思提升，就能夠對社會結構與制度產生一定的回饋和影響，在這樣的過程中，個體

並不是脫離社會存在的，而是能夠藉由反思的歷程，影響個體所在的社會關係和制

度結構。在理論和研究上，這代表著一些重要的意義。從理論上來看，Sen 的能力取

向較少關注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但是從能動性的概念來看，如果我們能夠創造能動

者更多的「理論性理解」，那麼就能夠提升行動者的反思或政策的修正，達到增權

的效果，故而建議提升其主觀幸福感。 

何況，「新二代」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隨著新住民第二代子女的長大，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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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也才開始把新二代納入新住民相關的政策。我們很難用過去的族群關係或理論

概念來掌握這種處於多重認同下的新二代，因為傳統的族群研究主要都以特定來

源、語言或文化作為基礎（王甫昌，2003），但是，新住民子女在這種混合血緣和

文化的基礎上，該怎麼以傳統的族群研究來分類？甚至也有人認為第一代新住民並

不是整個家庭移民到臺灣，所以，連第一代新住民都不應該被稱為族群（鐘允國，

2017）。因此，現階段本研究先將過去族群研究的概念置於括號，純粹以新二代的

身分所產生的相關經驗為主。先著力於掌握新住民子女的日常生活實踐經驗，從中

找出可指稱的現象與概念，作為討論和建構的基礎。而從社會學能動性的「反思」

概念來看，掌握新二代的實踐知識，正是一個可能的方向。 

就移民的政策來看，Agee 與 Crocker（2013）也提醒我們，以政策的預期企圖來

看實際的政策結果，常常會有一定的落差。如果我們重視的是新二代主觀意義上的

幸福感，那就表示政策的推動過程也應該是一個開放性的循環過程，也就是 Sen

（1999）所說的，我們應該賦予個體參與決策並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因此，本研

究將透過敘說的方式引導新二代對其經驗進行反思，這些研究內容因為反映出新二

代的生活經驗，所以，臺灣未來的政策也可以參照這些新二代的反思和經驗來進行

修正和調整。 

（二）情境與社會位置 

從能動性的角度來看，人們的行動與反思並不是出現在真空的社會情境下，而

總是基於他們對情境的理解。因此，當我們在理解新二代的生活行動時，應該要更

能夠理解他們所在的情境，從情境中去理解其行動和反思的意義。因此，Giddens

（1979）總是把行動看成是「情境中的實踐」（situated practices），它總是得視情

境中的狀況而定。 

就如 Archer（2000）所說，我們不該把社會結構與權力從能動性的概念抽離。

能動者所處的情境不只是個人的微觀經驗，也可能反映鉅觀的社會結構制度與文化

問題。因此，當我們把社會結構權力作為理解社會情境對個人影響的背景時，就

「主觀幸福感」的「能力取向」而言，就可以把先前被忽略的社會結構與權力面向

帶入，從而加強「賦權」的可能。特別是針對新二代這麼新興又獨特的族群，更需

要有更多的研究幫助我們理解其社會情境下的意義與目標。所以，理解新二代在特

定「社會位置」的經驗，並不能只從理論或數據上去探討那些存在於新二代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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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實，而是應該從新二代的「經驗」去理解社會位置對他的影響，因為那才是

他／她所知覺的情境，也會反應出他／她的意義與目標。但是，從研究的角度來

看，我們很難透過提問：「什麼是你經驗到的社會位置？」來瞭解他們所知覺的社

會位置。畢竟，社會位置本身是一個相對他們抽象的學術概念。 

那麼從研究的角度，我們又該如何探討社會位置對新二代的影響？或許我們可

以透過分析新二代的身體感知或情緒感受來一探究竟。近年來，社會學者逐漸重視

身體感知在社會研究中的價值，認為身體感知既是社會規範最主要的承載對象，也

是個人與社會連結的重要橋梁（Boler, 1999；Mcveigh, 2020；Van Galen, 2017）。

Reay（2005）則提到，過去大部分有關階級情緒的研究都侷限於以個人心理為主的

分析框架，未能充分與社會階級理論有效結合。實際上，怨恨、內疚、羨慕、羞恥

等情緒，常常發生在具體的階級互動場景中，而我們卻經常忽略。甚至 Reay 認為，

情感議題的重要在於，情感不僅影響意識層面的表現，也深入潛意識層次，進而潛

在影響社會位置上的行動者。Tanaka（2015）也指出，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已表

明，情緒感受與個體所在的社會位置緊密相關，因為人與人的互動總是在特定的情

境之中，情緒和感受既是人類同理經驗的基礎，也是存在與社會環境互動的過程

中。換言之，如果我們要透過情境來瞭解新二代的處境，除了他們能夠言說出來的

經驗內容之外，也可以在訪談過程中鼓勵他們表達相對應的情緒感受，這或許也是

我們理解他們社會行動情境的重要切入點。 

三、以能動性重新思考新二代的「適應」 

過去許多國家的移民政策採取「同化」（assimilation）取向，強調移民應放棄原

有文化，融入主流社會（Berry, 1997）。但這樣的政策往往忽略文化多樣性的價值與

移民的主體性，因為對移民而言，同化常造成語言流失與文化傳承中斷，削弱其在

家庭與社區中的文化角色（Kymlicka, 1995；Portes & Rumbaut, 2001 ）。Berry

（1997）還指出，單向的同化策略不利於移民的心理適應，容易造成邊緣化與疏離

感，造成幸福感的下降。根據監察院（2018）有關新住民融入臺灣社會議題的報

告，許多新住民原本在母國的學歷或專業在臺灣並不被承認，導致這些新住民來臺

之後必須從事比較低階的勞力工作。但事實上，移民的工作機會卻對移民是個非常

重要的議題（徐敏雄，2011）。 

李佳璇（2015）指出，其實新二代也同樣面臨「同化」的問題，我們的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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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社會系統基本上還是以主流社會為主，缺乏對於新二代的多元文化理解。然

而，其實「適應」議題才是研究新住民的重要主題，但多半卻是以符合社會規範的

適應為主（黃騰，2022）。換言之，如果我們仍然從主流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思考適

應，很可能就會一直受限在同化的框下。但從「能動性」的角度來看，社會適應其

實也只是為了減低本體焦慮感的一種自我控制，遠遠稱不上是能動性的展現（黃

騰，2022）。例如，從行為適應的層面來看，只是可以幫助主體在公眾場所中看起

來不那麼奇怪，以符合社會文化的期待和慣例。但是卻和能動者個人所期待的目標

和意義截然不同。從主觀幸福感對主體意義重視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不知道能動

者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我們根本無從理解其行為的意義，更不可能發展出以主觀

幸福感為主的新二代政策。正如廖婉余（2020）所說，一直以來，我們對於新住民

生活改變能力的著墨較少，沒有進一步去瞭解新住民「如何」變成他們想成為的人

以及做想做的事的歷程。 

林純燕與賴志峰（2014）在探討適應和幸福感的論文中指出，學校主要的適應

面向包括常規適應、師生關係、同儕關係及學習適應，而在這四者當中，「常規適

應」的平均數高達 3.52，而「師生關係」最低，只有 2.99。林純燕與賴志峰對常規

適應的定義是：「學校的教學環境中，為了維持一定的團體規範，利於教學活動順利

進行，會訂定一些行為規章，學生表現出來的行為符合常規，稱為常規行為」。換言

之，這個調查另外一個角度可能會是告訴我們，新二代年幼時比較好的適應面向，

主要是在常規適應，而不是人際關係方面的適應。林純燕與賴志峰也發現，適應的

程度也並非不變，而是隨著年紀而動態改變，例如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學生的

適應程度會開始下降。但漸漸成年的他們，究竟後來發生了什麼，目前尚沒有研究

能夠告訴我們。Schwartz 等人（2010）認為，移民的不同生活階段與歷程其實都是

充滿差異性的，但傳統的文化同化或適應模型總是過於線性或靜態，無法充分解釋

當代移民的文化調適歷程。所以他們主張我們應採取更具動態性與情境化的觀點，

將文化適應視為一個涵蓋行為、價值與身分等不同層次的過程，並強調其在不同社

會脈絡下的差異，以反映當代移民經驗的複雜性。 

因此，從 Sen（1999）的主觀幸福感和能動性的角度來看，移民的自由程度仍然

必須回到他所在的生活經驗。但是，生活所在的社會脈絡複雜性較高，所以必須透

過更多質性的方式來探討這些複雜脈絡與個人意義之間的關係，才有可能在這些脈

絡的基礎上幫助更多的新二代和政策重新理解和詮釋。 



教育實踐與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  
 

 

- 152 -

整體而言，如果我們要探討如何提升臺灣新二代的主觀幸福感，我們不能停留

在分配式的社會政策，也不能把人化約成獨立存在的自由個體，更不能將適應主流

社會視為是提升移民幸福的基礎。因此，本研究回溯主觀幸福感背後的能動性基

礎，把新二代放在社會結構與關係來思考，從他們知覺的生活經驗，探究社會位置

對他們的影響，並從中思考如何超越適應主流社會的框架，以及提升其主觀幸福感

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透過探討臺灣新二代的生活經驗，以促進其

主觀幸福感。 

本研究問題為： 

一、從能動性及賦權的角度，探究社會位置對新二代的影響？ 

二、從主觀幸福感的角度，探究如何從新二代的經驗與觀點來反思新二代的適

應問題？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場域及參與者 

本研究聚焦在工作前的學習階段，因此選定大學生作為研究參與者，才能包含

小學、中等及大學的階段。研究參與者主要是就讀北部大學的 12 位（3 男 9 女）學

生。其中，母親的國籍中有 10 位來自越南，2 位來自印尼。在參與者的代表性上，

具有某種程度的限制。主要是這些來自北部大學的學生不一定能代表所有臺灣新住

民子女的想法。除此之外，就如同後面會提到的，這些新二代具有一定的身分隱

藏，因為他們意識到主流社會對於這樣的身分可能具有一定的負面標籤，所以也不

一定會想要參與訪談。因此，在尋找參與者上，部分參與者是透過新二代彼此之間

的介紹。介紹過程中，也有參與者提到有些新二代因為無法面對自己的成長經驗，

所以拒絕接受訪談。這也代表可能有存在較多負面經驗的新二代並未參加這次研

究。這些都是本研究參與者的代表性限制。 

二、研究方法 

如文獻探討所說，為了深入瞭解新二代的生活經驗，本研究採用質性方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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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說研究法進行。透過讓新二代講述生活經驗故事，理解他們如何建構現實生活的

意義，並協助我們詮釋其經驗（Clandinin & Connelly, 2000）。Clandinin 與 Connelly

（2000）也提到，敘說研究可以利用多種不同的文本來源，例如深度訪談、札記或

其他個人表達形式，也特別適合探索長期經驗或身分建構方面的議題。因此，此研

究方法非常適合此次新二代的研究。在敘說研究中，主要的訪談主題包括個人家庭

生活、學校生活，以及對新二代身分特別有感覺的事件與經驗。參與者根據這些問

題自由回想相關的生活經驗，特別是以說故事的方式進行講述。每位參與者皆採個

別訪談，並允許參與者能夠盡情自在地分享其生活故事。在過程中，研究者主要會

採用深度訪談的技巧，也就是會針對相對的疑問進行追問和釐清，瞭解故事的脈絡

和意義。因為深度訪談特別適合用來處理複雜和敏感的經驗與議題，透過來回對話

與提問，更能掌握複雜的經驗與意義（Riessman, 2008）。由於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新

二代的生命經驗，所以訪談大綱有非常大的開放性：首先是請參與者分享原生家庭

的經驗，特別是從父母親認識的故事開始，然後才從故事中慢慢理解參與者和家庭

成員的關係及其想法。其次，則請參與者分享成長經驗中與新二代身分特別有關的

經驗。一樣是由參與者先分享故事，再由主持人根據故事前後的脈絡進行釐清，以

瞭解參與者作為新二代的處境、感受和想法。並且鼓勵他們可以同時連結自身的

「情緒感受」，協助新二代表達他們經驗到的內涵。本研究皆由研究者親自訪談，

並進行手札記錄，訪談時間每位 2 至 5 小時不等，依照個別參與者的分享狀況和對

話而定。 

訪談資料的分析，首先是進行訪談稿的逐字轉譯，並根據參與者的順序進行資

料編碼，分別是從 A 到 L，一共 12 位。參與者後續的編碼則根據逐字稿的頁碼而

定，因此，如果是 A-12，代表是第一位參與者受訪內容的第 12 頁。在內容分析的部

分，為了確定資料的信實度，本研究特別重視參與者訪談資料的三角驗證，也就是

在不同的參與者中，是否有共同的發展脈絡。藉由這些共同性，驗證這些經驗是否

是獨特的個人想法，還是具有社會背景的共通性？此外，就如 Drydyk（2013）提

醒，能動與賦權的概念應從主體的「社會關係」中來理解。所以，我們應從能動者

「情境下」的「關係」來理解其生活經驗。就如同 Bourdieu 與 Passeron（1977）在

分析鉅觀階級再製時，聚焦的是分析家庭和學校「場域」中的社會實踐歷程，而非

純粹將抽象、鉅觀的社會結構再製或微觀的個人經驗。因此，用社會學的概念，我

們可以將「家庭」和「學校」視為是介於鉅觀和微觀中的中介場域，就是我們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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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觀—場域—微觀」的相互影響來理解人與社會的關係。所以，本研究的分析將

情境著重在中介的場域上，主要是聚焦在該年紀新二代的家庭和學校生活情境，因

為這也是他們大部分生活主要會經歷到的社會場域。也就是說，在鉅觀的社會制度

與文化上，對於新住民與新二代可能有一定的背景和觀點，這些就會構成新二代所

處的「社會位置」。就如劉苑杉（2022）提醒的，早在新二代出生之前，社會就已

經把他們冠上帶有歧視意味的「外配子女」的稱號。但是，我們如何理解此社會位

置對個人微觀的影響與意義，應該要從介於鉅觀結構和微觀經驗中的家庭或學校場

域著手，透過其間的人與人的關係來理解其獨特的處境。例如，在「學校」的情境

中，同學是否因為社會普遍對新住民的身分認知產生特別的互動經驗，而新二代

（ 主體）又是如何解讀和回應這些經驗，都將構成我們理解能動者在特定情境中所

反映出來的社會位置、關係和意義，進而有助於我們理解其主觀幸福感。除此之

外，為了提高信實度，本研究也會適當引用參與者的訪談內容，提供相對應的經驗

資料，讓讀者可以透過對比這些訪談內容，確認是否與分析的脈絡和概念一致。 

此外，從有效性的角度來看，本研究分析時也會扣合先前文獻探討的概念，例

如，在社會位置上，是不是他們所分享的經驗都和新二代的身分有關，如此一來，

比較能夠確認這些經驗是不是反映其獨特身分的社會位置，也才能確認概念抽取時

沒有脫離新二代所在的社會經驗的脈絡性，掌握參與者的意義和觀點如何被其社會

和文化脈絡所塑造並影響這些脈絡（Maxwell, 2013, p. 29）。為了確定脈絡的有效性

（validity），本研究也透過比較單一參與者內的故事前後連貫性，以及不同參與者

故事之間的共同性，以確認這些概念和主題更能反映個體的經驗和社會的位置。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從能動性的角度探討新二代的「社會位置」對新二代的影響。所謂的社

會位置，指的是新二代在臺灣社會脈絡中的特殊處境，這些處境對於新二代有一定

的共同性，很難把它歸因成個人的境遇。研究發現，社會位置帶來的影響主要有

三，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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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位置對個體經驗的影響一：標籤化與身分隱藏 

首先，是最常被提到的「標籤化」問題，也就是主流社會中的他人常把新二代

的各種外貌和外在表現歸因於其新二代的身分，然後用在地的文化或沒有理由的方

式推論其間的關係，且通常帶著負面的訊息。例如，有參與者說道： 

我曾聽到別人說……新二代的話可能就是學習能力不足啊，或者是比較遲

緩，我記得是國小，國小、國中都有。那時候可能考得比較好，他們居然很

意外說，原來就是混血也可以就是成績很好。（L, 18） 

我們就被說你們是外籍新娘的小孩……久而久之，聽起來就很不舒服。同儕

就一直很喜歡放大去檢視你的身分，我就覺得超莫名其妙。……我覺得越南

的同學最可憐，因為越南同學比較黃，黑黑黃黃，然後是我同學戴金耳環，

被罵說是太妹。還有人染頭髮，被說因為越南媽媽愛漂亮染頭髮，小孩子也

染金毛。（K, 23） 

大家一聽到新住民、新二代，第一個想起來的會是東南亞或是中國，我會覺

得這算是一個比較負面的刻板印象。歐美血統你會叫他混血兒，可是東南亞

的你會叫他新二代，就是那種感覺。（C, 10） 

其實是從阿嬤開始，然後鄰里他們也會有說一些，就是閒話或是成見。然後

我覺得我很早就意識到這個點，有可能會被人家攻擊什麼的。……我身邊的

那些新二代朋友，他們是從國小到國中，在社交上面，是呈現自閉的狀態，

就是很不敢跟別人家講話。（I, 16） 

由於這種經常出現的偏見或負面標籤充斥在生活中，就像 J 所說：「被媒體渲染

的很嚴重，他們總是把外籍新娘說成是嫁過來為了騙錢、很容易對婚姻不忠，然後

也可能逃跑。這種成見總是帶著歧視，造成對外籍新娘的直接傷害」（J, 5）。因

此，對於新二代來說，最好的方式就是「隱藏」其新二代的身分。就如先前所說，

新二代相對於第一代新住民來說，從小生活在臺灣，加上有來自父親一半的基因，

如果沒有特別揭露，基本上，身邊的人很難辨識出來。但是，這種「隱藏」的策

略，常常不是一開始就存在，有些參與者就生活的社區和學校中，身邊有很多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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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同學，根本不需要隱藏。又或者小時候還不懂事，也不一定會意識到身分帶來

的困擾。 

一開始，國小之前這對這個身分沒有意識，然後在國小的階段，其實大家背

景都差不多，所以覺得這不重要。然後到國中，因為這個身分，就在人際關

係就比較有壓力，不太敢去提及，除非有好同學來家裡玩。（E, 45） 

小學一、二年級時並不在意自己新二代的身分，但從小三開始，因為講話口

音被同學嘲笑，同學還特別強調她是「外籍新娘的小孩」，因此從國小三年級

後就逐漸避免主動提起自己是印尼媽媽所生。（K, 23） 

我覺得是國中那段時間，讓我對這個身分不敢說，也不敢表達。（L, 15） 

我覺得可能是在學校裡的壓力，還在我的心裡，就算我換了一個環境，我還

是會想到外界，我會被怎樣對待，就算在家裡還是會覺得不安。（L, 16） 

我是一個還蠻容易受到別人的那個外在的看法影響，所以我就會知道說，我

不想要因為別人知道我是新住民二代這個新二代的這個身分，然後對我有什

麼特別的第一印象或是以偏概全的想法之類的。我擔憂別人因為知道我是新

住民身分，就覺得你應該要怎麼做或是你應該有哪些行為的那些，我就覺得

我不想被別人用特別的眼光去看待，我只想要覺得我就是一般人，我就是跟

大家都是一樣的。（I, 32） 

由此可知，新二代的身分在當前臺灣社會的脈絡中，還是傾向被負面解讀，這

些負面標籤普遍存在社會中。對新二代而言，常常是從其他同學互動中感受到這種

負面標籤。在他們原本就不容易被辨識的外表和行為下，「隱藏身分」變成是他們隨

手可用的行動策略。 

二、社會位置對個體經驗的影響二：與母親關係的扭曲 

在家庭的情境裡，本研究也發現，社會的負面標籤雖然一開始是針對第一代的

新住民，但是回到家庭的系統，卻會發現新二代處在家人的關係中，也受到媽媽身

分的影響。以 D 為例，因社會氛圍中對新住民的負面觀點，導致家中長輩和新二代

母親之間不好的關係，進而影響到母親與新二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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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還是普遍對新住民有一點歧視，就比如說落跑新娘之類的。所以其實

奶奶對於媽媽有一點不太信任，常會覺得說，她會不會把薪水帶回家什麼

的？然後可能跟奶奶的關係處得也比較不好。在我大班的時候，他們就搬出

去，就六日回來，所以我和爸爸媽媽相處的時間沒有很多。（D, 4） 

媽媽假日回來看我們，都會帶自己做的菜回來，像是越南春捲河粉。但不是

奶奶喜歡的口味，所以奶奶都會叫他拿回去，還直接跟我們說不要吃。所以

媽媽會因為被拒絕太多次，就比較不會再帶來了。（D, 5） 

從這裡可以看到，原本應該是每天照顧子女的媽媽，因為奶奶的關係，已經分

開住在不同地方。而且連奶奶都對媽媽的新住民身分充滿歧視，這些經驗不僅讓她

和媽媽的關係變得疏離，也讓她對自己的二代身分產生排斥。 

之前跟媽媽沒有常相處，覺得自己對媽媽還是有點陌生。加上奶奶也會講媽

媽的事，所以在腦袋就是有既定印象，會跟媽媽保持距離。（D, 18） 

當媽媽來參加國小畢業典禮的時候，我那時候覺得不好意思，覺得媽媽來會

有點丟臉。那時候他就給我畢業花束，但我不想拿。（D, 6） 

正常來說，子女是不會和媽媽有這麼強烈的陌生感，或刻意保持距離的。但

是，在家庭關係中，因為負面標籤導致其他家人和新住民母親之間的歧視和互動方

式，造成了「社會負面觀感—與母親關係扭曲」的現象。再以 E 為例： 

我阿嬤對我媽比較有偏見，那時候我們還在大家庭，煮飯如果是我媽煮的，

我外婆就不吃，除非是伯母煮的，我阿嬤才會吃。（E, 3） 

可能因為媽媽來的時候，大家對越南的新住民就還有刻板印象。所以媽媽也

就不會希望自己的小孩也被歧視，因此就不太會說太多自己的文化或語言。

（E, 2） 

有時候，和母親關係的扭曲不一定是母親受到明顯的歧視，而是新住民母親在

整個婚姻交易過程中產生負面的情結而且移情到新二代身上，並扭曲了親子關係。K

提到來自印尼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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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是長女，外婆家裡對大女兒是很苛刻的，覺得大女兒就是拿來犧牲的。

其實這場婚姻就是一個經濟交易。（K, 2） 

我媽媽不愛我，他看到我就想到外婆怎麼對她，她覺得很不公平，也很自

卑。所以我媽看到我其實是嫉妒的，她會把氣出在我身上，從小就很常打

我。……媽媽的教導方式有問題，她對小孩子都是用打的方式，她會拿衣

架、皮管、充電線那種東西打我。我姑姑會阻止他，姑姑對我來說，是一個

彌補我缺乏母愛的一面，所以我就叫他姑媽咪。後面加個媽咪，就是她很像

我的媽媽，他給予我的是母愛，我母親給予我的是肉體，他生下我，我很感

謝他，但是他沒有給我教育，沒有給我愛。（K, 8） 

所以，在這種因為經濟交易而移民的脈絡下，也會扭曲母親和新二代之間的關

係。這種扭曲不一定是來自臺灣大家庭對媽媽的歧視，也可能會對新住民產生不良

的影響，甚至移情到自己的小孩，最終扭曲了與新二代之間的親子關係。 

三、社會位置對個體經驗的影響三：善用轉變中的社會氛圍與資源 

臺灣在 2015 年左右開始推動新南向政策，夏曉鵑（2018）指出，新住民族群轉

眼從「社會問題」提升為「社會資產」。但「轉眼」這個說法過於簡化，畢竟社會成

員長期累積的負面觀感也不可能突然消失，實際的情況比較像是帶來一種可能性，

並且讓新二代有機會產生新的行動作為。例如，對某些新二代來說，若能夠善用轉

變中的氛圍與資源，就可能開創一些新的可能。J 作為一位新二代，也很早就知道社

會的負面觀感對新二代非常不好。 

越南會有一些傳統習俗，像是戴耳環，但是，如果有女生的新二代戴耳環，

就會被罵是婊子，被老師歧視，因為傳統臺灣社會觀念就是要乾乾淨淨的，

什麼都不要帶。（J, 10） 

我身邊認識很多新二代，都是很優秀。但是他們對自己的童年都是很難啟齒

的，他們有一種對原生家庭的怨恨。其中有人說過一句讓我很深刻的話，就

是我的出生是一場失敗。很多人對自己從小是新二代這個身分全面否定，真

的是完全不喜歡。有很多越南媽媽也都已經放棄自己的小孩，自己回到越南

去，所以很多都是單親家庭。（J,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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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後來因為新南向政策，J 發現： 

以前大家都把我們當垃圾，現在卻覺得我們是前進新南向的第一線新兵，因

為會三種語言，未來就靠你們了。我們很多朋友都遇到這種情況，可能前 10

年被說的一文不值，怎麼近幾年突然就不一樣了」。（J, 19） 

新二代這個詞我只有在利益導向的時候我才會講。比如說我們出去提案就要

找一個比較讓人會注意到的詞，所以我們就會說是新二代。其實很多做新二

代議題的人，都會刻意把新二代說得很可憐，雖然他們真的很可憐，但這樣

才會獲得更多的資金和資源投入。所以我覺得新二代有點算是利益和標題的

一個東西，不管是申請資源或政府計畫。（J, 29） 

在這裡我們看到，新二代因為在新的社會定義中，被重新賦予另一種「社會位

置」。這種社會位置不僅塑造看待新二代的另一種可能，也提供了更多社會資源的支

持。因此，在這個新的社會位置上，新二代有更多正面的可能，讓那些原本傾向

「隱藏」的新二代，甚至轉而自願揭露身分，以爭取更多資源。但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揭露目前還只是一種利益功能的導向，並不是日常生活的完全改變，只有在特

定的時刻作為一種「社會工具」使用，所以可以說是把身分作為是一種「工具性」

的行動策略。也就是說，由於新的社會位置下新二代的身分被賦予更有發展性的期

待，因此聚集了相關社會資源。所謂的「工具性」，就是新二代善用，甚至更主動揭

露自己的身分，以取得相關的社會資源。然而，在新二代的說明中，目前並沒有著

墨太多在自我認同的層面，僅是作為一種工具來取得社會資源，因此，其採取這種

身分作為社會行動的意圖，比較像是一種工具上的使用。 

四、學校適應與身分認同 

接下來，本研究試圖回應研究問題二中的「主觀幸福感」和「適應」的議題。

首先回到「適應」的問題。之前提到，我們不應該把「適應」簡化成配合主流社會

常規，而應該從主觀幸福感的角度，重新以新二代的經驗詮釋所謂的「適應」。在

學校適應的部分，研究發現似乎隨著學習階段上升，「能力表現」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尤其是在臺灣，升學競爭壓力大，成績幾乎成為評價學生表現的重要基礎。特

別是學業成績，成績好的時候，新二代的身分就不會產生太大的負面影響。就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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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 

我真的覺得在學習上好像對我沒什麼影響，我在猜是不是我的成績算是還可

以，所以我的新二代身分才不會帶來什麼障礙。但如果我的成績不太好，他

們會不會因為我的身分而跟我在學習上的互動有不一樣。（A, 33） 

就像 G 所說：「學習與工作跟自身能力有關，跟新二代的身分無關」（G-DB, 

1）。對 I 來說，情況也是類似，她也是很早就知道在學校中，成績是相對重要的同

儕衡量標準。並且因為她知道新二代的身分容易帶來負面標籤，所以只要把成績顧

好、身分隱藏好，就不會造成對學習方面的困擾。 

自己現在回想起來，自己有隱隱約約想用成績證明自己，不讓別人覺得新住

民的子女一定都是怎麼樣，不想讓他們覺得我笨，也不想讓他們覺得我爸媽

教得不好（I, 26）。越來越大之後，我不會特別去講我的新二代身分……我覺

得我長大之後應該用能力去證明自己，而不是什麼身分。所以我就更不會去

講我是新住民之女。（I, 28） 

這種情況到了高中更是明顯，都是需要透過升學考試才能依成績進入的，這也

代表著進入同一學校彼此的能力相差不多，因此，很難透過負面標籤來連結新二代

的身分。另外，高中階段在心智上也比較成熟，也會讓負面標籤的問題減少。 

小學同學他們會覺得你的身分是很特別，就是「蛤，你媽媽是越南人喔」這

樣子。我不知道是嫌棄還是訝異，但是就不會太想講。高中時，可能是大家

都長大了，覺得也沒什麼。……就知道你媽媽是越南人，然後直接進入下一

個話題，好像也沒有在你的身分上做一些探討，覺得好像也沒什麼不一

樣。……（高中）會比較敢講，就是其實每次講這種話的時候，其實內心每

次都是很忐忑的，因為我不知道同學會不會因為我的這個身分不想要跟我當

朋友嗎？但是發現他們都只有對我的身分講說「喔，你媽媽是……」，然後

就帶過，所以就變比較安心。（D, 16-17） 

好像越大之後，通常談到這個身分就比較不會有那種像小時候的那些比較歧

視的語言。大家成熟了，不會再亂說話。（H,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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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的時候，同學就是會有負面標籤嘛，刻板印象。…然後高中同學的話，

那時候就大家心智可能比較成熟一點，所以就是我覺得有點回到國小的感

覺，就是會好奇，不會像國中那麼有攻擊性的感覺。（L, 25） 

整體來說，學校的學習適應過程中，似乎還是有一些獨特的發展脈絡。因為在

學習適應過程中，慢慢到了國小、國中以後的階段，通常還是很容易感覺到負面標

籤的存在，這時候就會開始出現隱藏身分的策略，部分的人會開始把焦點放在學習

上。不過，在國中階段，剛好是自我認同發展的重要階段，雖然在學業上不一定有

問題，但是，自國小、國中慢慢開始出現的隱藏身分策略就會減少這些新二代與他

人以新二代身分交流對話的經驗。 

因此，從學校適應的角度來看，新二代的學校適應不能簡化成行為適應。很多

時候，他們必須適應人際關係中的負面標籤，面對這種情境，開始普遍出現身分隱

藏策略，或有部分人將注意力轉向學習表現。但與此同時，新二代也減少與同儕之

間交流和互動的機會。這個適應過程，同時牽涉人際關係、學習表現和身分認同的

複雜影響。 

五、物質生活雖然滿意，但仍不完整 

「生活滿意度」是衡量主觀幸福感的重要面向之一，若能從新二代生活經驗瞭

解其對生活滿意度的觀點與詮釋，將有助於我們分析新二代的主觀幸福感。延續上

一段的發現，這些新二代只要隱藏好自己的身分，在學校透過各種方式表現出自己

的能力，似乎就不太會有什麼問題。但那看似可以被隱藏而忽略的「新二代身分認

同」其實對新二代頗具意義。以 D 而言：「基本上，我對我的整體生活都是很滿意

的」（D, 32）。但她又接著說： 

但是其實我有一些內心的矛盾。我覺得我的矛盾一直是到高中時開始有一點

認同自己的身分，才慢慢生活更滿意，矛盾減少。就是開始去承認這個身

分，然後如果其他人對它有誤解的話，會想要對他做辯護，或是讓他去理

解，就是去解釋。（D, 32） 

像是前面提到，D 因為奶奶對媽媽的歧視，所以媽媽搬到外面去住。但是到了

高三的時候，D 覺得「越長大越覺得對媽媽有些抱歉……。因為之前沒有很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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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加上奶奶也會講媽媽的事情，在腦袋產生一些既定印象，所以就會跟媽媽保持

一點距離」（D, 18）。但是： 

長大後，比較能面對這個身分，也會為這個身分做更多解釋和辯護。就是跟

奶奶說，她的觀念是錯誤的。所以現在媽媽拿越南菜回來的話，也不用跟奶

奶講什麼，就是把那些菜故意吃完，給奶奶看見說我們就是吃光光，表示其

實我們還蠻喜歡的。（D, 22） 

而當 D 開始能夠接納自己新二代的身分，例如，能夠勇敢、不避諱地去為自己

的身分表達立場，這時候，他的生活滿意度才具有完整性。 

現在我希望我們可以勇敢的，不用避諱地去講我們是新二代……對於我講出

這個身分，我不用再感到畏懼，然後被大家平等地對待的那一種。（D, 21） 

就是即便你有好的生活環境，但你還是會很不安別人去戳破你這個身分，到

現在就是你不用去有所擔心，就是真的是屬於內在跟外在的整體生活滿意度

都很高。（D, 33） 

換言之，一般偏向生活環境物質層面的生活滿意度對 D 來說，似乎並沒有涵蓋

到她對新二代身分的認同。她雖然認為就物質生活環境來看，她的生活滿意度是高

的，但同時也是「矛盾」。而這種矛盾，唯有在後來她高中開始能夠接納與捍衛自

己新二代有關的身分時才會減少。由此看來，就一般主觀幸福感或生活滿意度的調

查來看，就很難反映出新二代身分認同對他們的重要性。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 A 身上，高中後，她也選擇隱藏自己的新二代身分，而且

因為成績不錯，所以一直以來似乎也沒遇到什麼困難。有關自己的生活滿意度，A

也說：「在生活滿意度上，應該算是蠻高的」（A, 40）。但隨著年紀愈來愈大，A

又說： 

長大後，當我比較瞭解這個社會對新住民的負面看法，我的內心就開始處於

一種矛盾的狀態。自己的內心卻有很多顧慮，覺得自己還是沒辦法開心的、

毫無疑慮地跟別人講自己身分的話，我覺得有點不太幸福。……如果排除掉

我新二代的身分，整體生活是滿意的。但是從新二代的身分來看，內心卻有

很大的疑慮。（A,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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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整個有關生活滿意度的訪談中，一共出現了四次「矛盾」這個詞（A, 23, 29, 

40, 43）。這種矛盾的情緒，或許很難用言語形容清楚，但是基本上可以表達她對新

二代身分認同的在意程度，而且也反映出一般生活滿意度的概念並未包含她身分認

同這個面向。 

 

伍、反思與討論：幸福的窺見 

 

一、新二代幸福的多層次動態關係：作為特定社會位置中的個體 

綜合來看，新二代的經驗凸顯了他們所在的社會位置對個人生活和幸福感帶來

的重要影響。也就是在第一代新住民透過婚姻移民臺灣的社會背景下，不管是媒體

的報導還是街頭小巷的口耳相傳，產生許多負面的社會標籤。新二代在這些社會文

化的脈絡下，很容易成為負面標籤的對象，並且造成家庭關係的扭曲。從這個角度

來看新二代的生活經驗，要理解他們的經驗和意義，就需要從不同的層次來詮釋，

例如「鉅觀/Macro—場域/Field—微觀/Micro」，從中理解其間複雜的關係。研究發

現中，因為鉅觀的社會位置所產生的社會歧視，透過家庭和學校場域中的人際互

動，而在個人微觀層次上塑造出多數新二代隱藏身分的行動，同時也部分影響了他

們對學習的看法。 

文獻探討中提及，有關移民的研究正慢慢地從「客觀標準取向」轉變成「能力

取向」的「主觀幸福感」。但能力取向強調的個體自由卻忽略其所在的社會脈絡，

包括社會位置和社會關係。本研究發現，新二代面對的是對新住民及其子女充滿歧

視的負面標籤，在他們還未成年時，這些歧視就已經影響了家庭成員的關係和同學

之間的互動。如果我們還是期待新二代能夠「獨立自主」地去面對這些社會條件，

只會讓能動性的概念淪為抽象的學術名詞。關於新二代「隱藏自己身分」的現象，

並不是他們獨立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為了因應來自社會的負面標籤。關於新二代

「特別表露自己的身分」的現象，也是因為社會氛圍的轉變，開始把新二代視為南

向發展的重要資產。當然，新二代還是可以選擇什麼時候可以部分地揭露自己的身

分，或者以什麼方式在南向發展中傳遞特定的聲音或表現，但是，這只是特定選擇

範圍下所做出的「自由選擇」。就如 Drydyk（2013）所言，隨著能動性概念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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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普遍和多元，有時候，我們太容易使用過於「弱化的」（weak）能動性來理

解個體自由，也就是用一種極度簡化、去社會脈絡化的方式來理解能動性。 

再者，我們也不應該只從主流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思考新二代或移民的政策，因

為那只是一種同化的思維。如果回到主觀幸福感定義的「生活滿意度、情感、意

義」三面向來看，這些新二代就算覺得某種程度上自己的生活滿意度已經頗高，但

是仍然因為自己的新二代身分而衍生一些困擾，並導致某種程度的「矛盾」。就一

個「朝向目標採取行動」的能動者來看，這些獨特的經驗會再塑造他們採取下一步

的行動來解決這些問題。而如此動態的過程，只有在多層次的理解之下，才能掌

握。因此，對於未來新二代或移民的研究，應該要採取這種「鉅觀—場域—微觀」

多層次的動態角度來思考，才能跳脫客觀取向、能力取向或主流社會非常的限制，

看到改變的可能與新的政策方向。 

二、幸福是做更完整的自已 

就如同 Cooley（1902）對鏡中自我的描述，自我總是在個體和社會的互動中相

互建構而成。就像上一段所言，新二代微觀的生活經驗總是受到鉅觀和場域層次的

影響，無法置身其外。而對臺灣的新二代來說，小學以後他們經常因為社會的負面

標籤，而採用隱藏的策略來掩蓋其新二代的身分，但這也可能讓他們付出了建構自

我認同的代價。隱藏身分的代價可能有三個彼此相關的方面：負面自我評價、自我

認同建構的困難、過度依賴他人評價。除此之外，第四個問題則不是來自於學校中

的同儕，而是來自於扭曲的家庭關係，進而對新二代的自我產生負面的影響。如下

所述： 

（一）Cooley（1902）所謂的鏡中自我，指的是我們「想像」中的他人如何看

待我們，並且這種看待的方式會形成我們對自己的評價與相關情緒。在訪談過程

中，隨著年齡增長，新二代逐漸意識到社會可能會如何看待他們，所以，就算原本

自己對於這個身分沒有負面看法，但漸漸長大後，多半還是會「想像」社會中的他

人會如何「負面」看待這個身分。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新二代的自我評價和情緒發

展可能就有負面的影響。這部分或許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再次確認。 

（二）由於新二代經常隱藏身分，所以，隨著這個身分所帶來的一些相關情緒

和意義很難與同儕分享。但是，就青少年階段來看，藉由同儕互動產生的社會性支

持，可以帶給青少年更完整一致的自我認同，例如建立自己的價值觀、人生目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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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Vransisca, 2022）。Vransisca（2022）提到的同儕社會性支持，其中兩個主要

的管道就是情感性的支持（emotional support）：藉由同儕情緒上的關懷理解而感到

被接納和情緒的穩定，以及尊重性支持（appraisal support）：藉由同儕的肯定與尊

重，感受到自己被認同，增加自尊和自我效能。雖然這是一般青少年多少都會面臨

的問題，但對於新二代來說，在這種身分隱藏的過程中，由於缺乏同儕的互動回

饋，新二代的自我認同發展相對困難。 

（三）新二代在適應過程中，除了身分隱藏之外，還會透過努力表現來取得他

人的認同。對他們來說，這看起來像是一種補償的關係，很自然地透過成績或其他

表現來取得他人的認同，就像 I 提到，想要透過成績表現來否定他人對她產生的可能

負面標籤。然而，過度依賴他人的評價，可能會讓個體發展出條件式的自尊

（contingent self-esteem），也就是只有在達到某些外在標準（如學校或社會定義的

成功）時，才感到有自我價值，導致一種過度依附他人的自我價值（Crocker & Park, 

2004；Crocker & Wolfe, 2001）。如果用主觀幸福感的角度來看，由於過度依賴他人

認同也會降低個人自主性，進而導致主觀幸福感的下降（Ryan & Deci,  2000）。  

（四）第四個可能導致的問題則是透過扭曲的家庭關係所間接導致。例如，K

的母親把自己被交易過來的情感移情到 K 身上，導致過多的打罵關係。而當 K 的母

親離婚之後，K 也經歷了創傷、很痛、無能的情緒。D 也是在長大之後，才開始意識

到自己對母親的那份愧疚，開始懂得對抗奶奶對母親的不公平對待。就算 D 對於自

己物質外在的生活滿意度是高度肯定，但是仍然存在「矛盾」，也就是她仍然對於

自己的新二代身分帶來的影響感到困惑。由於母親在家裡通常扮演最重要的照顧者

角色，過去研究也曾發現，在移民家庭面臨新的環境拉扯時，可能會導致家庭系統

和功能的變化，進而導致家庭失能，影響到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Elizarov et al., 

2023；Rosenbusch & Cseh, 2012）。但是，和過去研究不太相同的是，這裡的家庭關

係並不是因為母親因為移民後的工作生活而導致沒有時間照顧孩子。而是因為家庭

重要他人對待母親的方式，導致母親無法在家庭中發揮應該有的功能，例如，被迫

搬出，或者有其他家庭成員取代媽媽的角色。然而，回顧過去臺灣的研究，幾乎沒

有看到這樣跨世代的影響過程。但是，這在這些參與者的生命經驗中影響深遠。 

對於這幾個面向，本研究試著用「成為更完整的人」來涵蓋這些議題，雖然不

一定能夠涉及所有面向，但是，這些問題似乎都在呼應 Jung（1953）所謂的「個體

化」（individuation）需求。對 Jung 來說，每個人的心理發展歷程，需要去整合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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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的面向，讓那些過去被否定、傷害、壓抑、不被接受的部分，都在這個歷程中

逐漸被面對和整合，最終成為一個獨特而完整的自我（Self）。對於新二代來說，那

些因身分隱藏所失去的建構自我認同的機會、那些在扭曲家庭中失去的關係、那些

對自己身分認同存在的種種疑惑，雖然可以有意識地予以隱藏，但也常會在某些時

刻成為生命中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追求幸福的過程，總是避免不了付出和堅持。但是，新二代卻面臨更多的挑

戰，我們很難用客觀、標準化的、主流社會的觀點，來理解對新二代來講何謂幸福

的生活。那些社會互動過程中所傳遞出來的負面標籤、那些看似可以被忽略隱藏的

身分認同、那些發生在家庭私領域一般人很難理解推薦的糾結關係、那些一直跟隨

著自己不斷需要處理的內在議題，都不是我們能從一般社會生活經驗來判斷的。加

上新二代那難以被辨識的外表和語言，更讓新二代位於一種隱晦和私密的處境，進

而更容易被大眾忽略。作為新住民第一代的母親，或者其中涉及的原生家庭成員，

可能也很難理解為什麼新二代會傳達出如此沉重的內在感受，畢竟，這些家庭成員

都有自己所背負的社會關係，或者認為自己正在對新二代做出最好的選擇。當我們

理所當然地從「資源分配」或「同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會以為新二代已經具備大

部分臺灣學子所應有的社會資源，並且在社會行為適應已經處理得很好，至少可以

藉由身分隱藏很好地融入社會當中，也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表現成就來證明自己。

而且就像能動者每天所依賴的實踐知識一樣，新二代在生活中行動時都不一定能夠

意識到，就像許多人都是到長大之後才慢慢開始有能力去梳理和處理這些內在議

題，而那正是我們（包括新二代）常常忽略、看不到，但卻是新二代實際發生的經

驗。所以，本研究的標題前面使用：「窺見幸福」，原因正是因為新二代位於一種

較為隱晦和私密的處境，透過類似本研究，我們比較能夠「窺見」幸福對他們來說

究竟代表什麼，進而有助於新二代和我們重新反思可能的社會行動或政策作為。 

 

陸、結論與建議：從單向適應到雙向適應 

 

從主觀幸福感的角度來看，目前我們所使用的「適應」這個概念，仍然太過於

狹隘。顯然，新二代的適應不是只有配合主流社會常規或慣例這麼單純的議題。所

以，傳統上適應這個概念過於單向，應該要重新被概念化，視為是一種「雙向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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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適應過程」。我們應該透過不斷地理解新二代的經驗和處境，來掌握他們所期待

的幸福生活，然後回饋作為政策調整的方向。正如之前我們一直提到的，個體反思

和社會政策之間應該存在不斷的社會循環歷程，同時也呼應個體的自由不應該獨立

於特定的社會脈絡。本研究只是嘗試踩出第一步，試圖挖掘新二代的生活經驗，進

一步釐清適應過程中所發生的脈絡和意義。未來的政策應該根據更多的分析研究，

重新在適應過程中為新二代賦能，所以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也是一個雙向的過

程。以下將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提供一些政策發展的方向與建議。 

一、建構新二代的反思力與更完整的自我認同 

從能動性的角度來看，行動的能力需要有反思力作為支持。在有限的反思底

下，目前許多新二代選擇用身分隱藏、努力表現的方式來和社會他人互動，但卻無

法覺察社會位置和這些行動方式對自己帶來的影響，甚至可能會歸咎或轉變成為自

己的內在問題。所以政策上，我們需要提供新二代反思的能力，主要是讓他們瞭

解：特定社會位置下的他們獨有的經驗是什麼，協助他們更能去詮釋情境中的意

義，做出更好的選擇。這表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對於新二代的教育或增權賦能的方

式，不再只是提供語言、文化、照顧的協助，也不是辦理美食或文化節慶的形式活

動，而是協助他們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下，理解自己的處境，做出更好的行動選

擇。 

這種反思不會只是外在情境的覺察，亦應該包括內在自我認同和情緒感受的層

面，引導他們在面對特定情境時，如何對外做出適當的反應，以及對內如何建構和

看待自己的目標和價值。這表示我們需要一套新的教育方式和內容，而這些方式和

內容不是純粹建立在特定的學術理論或文化內容上，而是高度具有社會互動脈絡的

課程。因為新二代的能動性展現就是社會實踐的過程，而自我建構的歷程也是社會

互動下的結果，所以，這些提升反思力的課程需要基於實際行動者的經驗，有可能

來自於對新二代不斷研究分析所得到的結果，也有可能來自於成功行動者的經驗。

此外，也因為這些平時隱晦的經驗能在過程中被意識化，將有助於新二代有更好的

自我認同建構，而不再是透過否定、壓抑和隱藏，最後卻成為新二代個人需要長期

背負的內在議題。 

至於那些已經產生較嚴重的自我認同扭曲、壓抑和否定的新二代，政府應該提

供諮商輔導的資源，讓他們有機會重新理解內在發生的那些衝突與自我否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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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透過社會他人和家庭關係，對其自我所造成的可能傷害。但是就如前面文獻所

提，目前就連臺灣專業的諮商輔導系統都對於新住民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不瞭解，

所以也不一定能夠針對他們的問題和需求給予有意義的引導和回饋。從這個角度來

看，我們也應該致力提升關於諮商輔導對新住民社會文化脈絡的理解能力，並且分

享相關成功的諮商輔導經驗。 

二、重新塑造社會對新住民的想像 

如果從社會位置來看新二代的處境，來自社會產生的負面標籤恐怕是最為關鍵

的，因為他不只直接讓人們容易對新二代產生不當的聯想，也會透過對媽媽在家庭

關係中的扭曲，而影響到新二代。可惜的是，如果我們問新二代有關學校中小學教

育是否有教導學生用更為公平或正面的角度來看待他們，答案幾乎都是否定的。如

今，隨著社會愈來愈多元化，加上東南亞的環境愈來愈進步和發展，政府應該更

「精準」地重新塑造對於新住民的「正面」印象。畢竟，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一般

人並不是真正認識新住民家庭所承受的社會標籤以及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人們總

是依賴媒體或口耳相傳。所以，傳達關於新住民更多正面的印象，一方面可以減少

社會負面的標籤，同時也可以讓新二代更能夠有勇氣揭露身分，自在地與他人互

動。 

所謂的「精準」，不是傳達不真實的內容，主要是因為媒體通常偏向報導較為

負面的訊息。因此，精準的正面印象是一種需要經過刻意挑選的內涵，特別是針對

社會常見的負面標籤。例如，我們可以針對社會認為新住民經濟不好或容易逃跑、

新二代學習能力或社會成就不佳、用臺灣文化角度曲解特定文化習俗（戴耳環）等

負面標籤傳達更正面的印象，像是拍攝有關於新住民及新二代成功營造家庭社區環

境或創造新的經濟產業的故事、以越南或印尼在地的觀點來詮釋其文化的意涵、或

新二代在學習與就業的亮眼表現……等。而這些內容可以透過媒體傳達，也可以作

為學校的課程教材，一定程度融入現有的領域課程綱與教科書。畢竟，許多領域內

容的概念在學習過程中都需要有特定情境的融入，若能結合這些內容做學習的情境

背景，既不會影響領域概念的學習，同時又可以對新住民產生新的正面理解。 

為了擴大這些新的政策作為的影響力，透過國民教育系統來傳遞新的社會印象

是重要的。除此之外，也可以針對一些有許多新住民生活的社區推動相關的政策與

教育。然而，不管是透過什麼形式，未來均需有足夠的研究和政策的持續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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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繼續探討社會變動中新住民的位置和經驗，一方面持續回饋作為政策的依據。

就如 Agee 與 Crocker（2013）所說，為的是要持續不斷縮減政策方向和實際需求之

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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